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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５ 级全体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被研究者的再

分配偏好及家庭收入等情况，并以考试成绩度量个体付出的努力程度。 研究发现在本文所考察的特定群体中，努
力程度对于再分配偏好没有直接影响，而性别对再分配偏好具有潜在的系统性影响；农户男生比非农户男生更倾

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家庭收入高的女生也更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
关键词：再分配偏好；考试成绩；家庭收入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８６⁃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７１３０３２６６）。
作者简介：邓鑫（１９８３—），男，江苏无锡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王薇（１９８４—），女，四川乐山人，教育学硕士，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营销中心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一　 引言

２０１３ 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其中 ２００８ 年数值最高，达到了 ０．４９１。 虽然之

后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仍旧维持在 ０．４７ 以上。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了共识性问题，许
多研究也尝试着从各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①，而其中的一个视角就是收入再分配问题②。

人们通常会认为更高的基尼系数需要执行更高水平的再分配政策，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不平等与

再分配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关系。 例如，近年来美国的税前基尼系数一直高于西欧大陆地区国家（后文简

称为“欧洲”），但欧洲税率的累进程度以及政府支出的规模都高于美国，且政府支出项目中最大的差别就是

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的规模。 对此，Ａｌｅｓｉｎａ 和 Ａｎｇｅｌｅｔｏｓ 认为，欧洲和美国的选民之所以能够接受是因为两

个地区的人们对于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有着不同的信念（Ｂｅｌｉｅｆ）：美国人相信财富是靠“努力” （Ｅｆ⁃
ｆｏｒｔ）———即个人的努力程度和个人的才能（Ｔａｌｅｎｔ）所获得的，贫穷只是因为错误的选择或者机会不够好；欧
洲人则认为大量的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的“幸运”程度———即家庭出身的不同、政治的腐败（对
个体可获得的机会所造成的影响）和人们的关系网络（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 这种信念上的差异会产生再分配水

平的多重均衡。 如果人们认为收入的取得是靠个人的努力或才能，那么此时的均衡就是较低的税率（以及

由此产生的低水平再分配）以及人们更努力的工作和更多的私人投资；反之，如果人们认为决定收入的因素

是家庭出身、政治的腐败和关系网络等，就会导致一个高水平的税率、较低的个人努力程度以及较少的私人

投资。 再分配水平的多重均衡意味着，如果可以了解人们对于收入的决定具有何种信念，就可以为制定最优

税收政策（最优再分配政策）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在现实情况下，虽然无法直接了解人们如何看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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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决定人们再分配偏好的因素，间接地发现人们关于收入决定因素的信

念［２－４］。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考察决定某一特定群体再分配偏好的因素。 也就是说，作者试图去发现人们关

于决定收入水平的因素具有何种信念，是认为“努力”能够决定收入水平，还是“运气”对收入起着更大的影

响。 作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５ 级全体本科毕业生。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获取被调查个体的再分配偏好的倾向、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和政治面貌等信息。 其中，身份特征信息用于

反映被调查者的非个人努力因素；而个人努力程度的度量，作者使用了被调查者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英
语和体育课考试成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文中如果将性别作为影响再分配偏好的直接因素引入模型（即以性别作为二

元变量对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则无法观察到任何身份特征变量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但如

果依性别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则会发现家庭收入高的女生以更高的概率偏好低水平再分配，这与普遍的认

识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男生的户籍状况则通过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拥有非农业户口的男生更

加偏好高水平的再分配。 关于户籍状况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陈宗胜和李清彬［５］也发现非农户个体的再分

配倾向更加强烈，不过该研究并没有进行区分性别的进一步考察。 户籍状况对再分配偏好多少有些“反常”
的影响，笔者在后文中会给出进一步的解释；而为何男生的户籍状况需要通过体育成绩影响再分配偏好，是
目前难以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同时，性别对于模型潜在的系统性影响是本文所选择群体的特例，还是更为普

遍的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与已有的关于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问题的研究③相比，本文引入了描述个体努力程度的指标。 这一指

标的引入有助于回归模型的完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到被研究群体处于哪种信念中，因此一旦群体

处于低税率均衡（个人努力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那么仅有身份特征作为解释变量的再分配偏好回

归，将会导致严重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 本文与已有研究的另一个区别是样本的选择方式，已有的研究都是

关注全国性的样本，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而本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群体

中④。 虽然这样的选择方式使得样本数量少于全国性样本，但是相比于全国性样本，本文在个体间数据的可

比性、度量误差以及进一步的研究空间等方面会有明显的优势［６］。 同时，在政策制定方面，如果能够找到对

再分配偏好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并发现人们关于收入决定因素的信念，将会有助于通过制定更为合理的再

分配政策来提高居民的福利。
二　 变量与假设

作者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了被研究者的再分配偏好信息，而获取这一信息的方式是要求被调查者

回答：“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福利政策？”问卷中提供了两个回答选项，一个是“注重效率，只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个是“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选择前一个选项代表偏

好低水平的再分配，而选择后一个选项意味着偏好高水平的再分配⑤。 被调查者对于上述问题的选择结果，
将作为再分配偏好的代理变量进行使用。 在作者收回的有效问卷中，选择低水平再分配的样本占全部样本

的 ９．７％。 相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５）相对应的调查题目，对“是否同意从富人那里征税来补贴穷人”这
一问题持“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态度的样本比例为 ６．７６％，略低于本文所选群体的比例。 而考虑到本文

所调查群体的平均学历高于全国性样本，两组数据间的差异应该是合理的。
解释变量方面，由于本文研究个体的努力程度和身份特征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因此作者使用被调查者

主要课程的学习成绩，作为衡量个体“努力”程度的指标。 而描述“运气”，也就是身份特征的代理变量包括

关于家庭收入状况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户籍状况和专业等。 作者还特别考虑了体育课成绩对于政策偏好的

影响。 将体育成绩看做是度量“努力”的指标，还是度量“运气”的指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方面，好的体

育成绩可能是某个被调查者长期坚持身体锻炼的结果，或是某人天生的才能（即前文中的 Ｔａｌｅｎｔ），但也存在

另外的可能，比如家庭收入更高会有更多的运动机会。 因此体育成绩到底是描述“努力”还是“运气”的指

标，作者无法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只能根据后文中的回归分析结果，暂将体育成绩理解为度量“努力”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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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此外，基于以往研究的经验，调查问卷中还涉及了关于被调查者意识形态的问题，包括其政治面貌、入党

倾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看法等问题。
考虑到被调查者是中国四川同一所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认为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被调查者不

存在群体内部的“统计性歧视”问题，也就是说，个体在“努力”和“运气”方面的差异可能是导致该群体未来

收入水平差异的因素。 另外，由于全体样本中对低水平再分配偏好的选择人数不足 １０％，即群体中的预期

可能为“运气”决定收入，所以作者做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 １．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没有影响；
假设 ２．家庭收入高的学生，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
通常认为，学习成绩可以作为反映个人能力的信号向市场进行传递，也就是说，通过付出更多的“努

力”，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下，学习成绩更好的学生应该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
因为这样的政策可以通过低水平的税率来激励他们充分的发挥才能。 然而，无论是本文所获得的数据

（９ ７％的人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还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６ ７６％的样本不同意对富人征收更多的

税），都倾向于认为人们的选择是高税率（高的再分配水平）均衡。 也就是说，人们的信念是“身份特征决定

收入”。 因此作者假设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作者特别将体育成绩作为一个变

量来考察，是因为虽然体育成绩不会直接作为信号在市场中发送，但是体育成绩能够反映学生很多方面的特

征，比如身体健康状况、身体的协调性等等；甚至体育成绩能够反映学生某些方面的性格，比如一个学生是否

有更强的毅力来完成一项任务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所以体育成绩对个人的再分配偏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家庭收入水平，通常认为高收入的家庭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 在使用家庭收入作为变量的研究中，

长期以来的困难是让被调查者说出自己真实且尽量精确的收入水平数值［７－８］。 然而试图去克服收入的度量

误差显然存在极大的难度。 因此，作者也很难获得关于收入的准确（可以作为连续型变量）数值。 因此，作
者在调查中设计了关于旅游消费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反映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

最后，户籍状况也会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 由于农户个体不能享受非农户个体的某些福利，使得两类

人群对于再分配产生不同的需求。 大多数情况下，城镇地区具备更好的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使得城镇地区

的学生可以获得相比于农村学生更好的教育，而差距尤其体现在初等教育上（现代化教学设备、运动场地和

教师质量的显著差别所导致），这种最初的差别会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从而给不同户籍状况的学生带来足

以造成对未来预期产生差异的特质。
三　 数据、模型与计量结果

（一）数据

在下发的总共 ４１４ 份问卷中，作者共得到 ３２１ 份有效调查问卷，表 １ 总结了调查结果的描述统计。 在被

调查者中，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占全部人数（回答全部有效问卷的 ３２１ 人）的 ９ ７％。 被调查学生的考

试成绩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其中，体育成绩是学生一、二年级共四个学期体

育课成绩的平均值，数学成绩是两学期高等数学成绩和一学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课程成绩的平均值，英语

成绩是一年级两学期英语成绩的平均值。
表 １．３２１ 份全样本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说　 明

再分配偏好 ０．０９７ ０．２９６ ０ １ 被调查者的再分配偏好，０ 表示偏好高水平再分配，１ 表示偏好低水平
再分配

性别 ０．６６ ０．４７４ ０ １ ０ 表示男生，１ 表示女生

收入 ０．２１１ ０．４０９ ０ １ 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水平，０ 表示低收入，１ 表示高收入

户籍 ０．４８３ ０．５ ０ １ 被调查者的户籍状况，０ 表示农户，１ 表示非农户

专业 ０．４５５ ０．４９９ ０ １ 被调查者的本科专业，０ 表示管理学，１ 表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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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面貌 ０．７９４ ０．４０５ ０ １ ０ 表示非党员，１ 表示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学科倾向 ０．７２９ ０．４４５ ０ １ ０ 表示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１ 表示更加认同西方经
济学的观点

年龄 ２０．７ ０．７９ １８ ２４ 被调查者的年龄

体育成绩 ７９．６ ４．４７６ ６３ ９１．３ 被调查者各学期体育成绩的平均值

英语成绩 ７３ ７．５２８ ４９ ９３．５ 被调查者各学期英语成绩的平均值

数学成绩 ７４．９ １１．４３５ ３９．３ ９７．３ 被调查者高等数学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成绩平均值

　 　 关于被调查者身份特征的数据，首先是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采用二元变量进行区分，即分为“高”、“低”
两种类型。 在作者设计的调查问卷中，有三道题目用于考察和区分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情况。 一个题目是

询问学生拥有驾照的情况。 通常来说，本科学历毕业生主动申请专业驾驶员职位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于某

个三年级本科生而言，是否已拥有驾照或者正在申请驾照，是其家庭拥有私家车或者其家庭拥有购买私家车

能力的体现。 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驾驶技能在当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求职条件，因此拥有或正在申请

驾照可能是部分学生对于未来获取更多就业机会的“投资”。 另外两个题目是与被调查者旅游经历相关的

问题，题目的内容分别为：“最近的 ５ 年中，被调查者纯粹以旅游为目的去外省（这里的外省指与被调查者家

庭常驻地不同的省份）或国外的次数”；“被调查者对旅游中住宿质量的需求”。 由于旅游并不是家庭生活的

必要性支出，因此旅游的数量，特别是旅行中对住宿质量的需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被调查者家庭的

收入情况⑥。 基于被调查者对以上三道题目的回答，笔者区分家庭收入水平的方法如下：第一，若旅游的次

数为 １－３ 次或 ３ 次以上，且旅行中必须选择住星级宾馆，则将家庭收入情况记为“高”；第二，若旅游次数为 ３
次以上，但对住宿的要求是只要保证卫生和安全即可，也将家庭收入记为“高”；第三，若旅行次数为 １－３ 次，
同时对住宿的要求仅为卫生和安全即可，这时将会参考该名学生是否拥有驾照，若有驾照，则该名学生的家

庭收入情况记为“高”，否则记为“低”；第四，其余选择方式均记为“低”。 在这样的区分方式中，家庭收入水

平为“高”的被调查者占 ２１％。
另外，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 ２０．７ 岁，男性学生的比例占 ３４％，即男生与女生的比例约为 １ ∶ ２。 在对户

籍状况的统计中，农户学生所占的比例为 ４８％，也就是说户口状况为农户和非农户的的学生在被调查者中

几乎各占一半。 有 ４５％的学生来自管理类专业，其余的学生来自经济类专业。 对于所有学生而言，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均为他们的必修课程。 作者在问卷中提问

被调查者更支持哪门课程中的观点，结果有 ７３％的学生更加支持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在意识形态的分布方

面，作者采用学生的政治面貌和非党员学生对入党的态度作为其政治倾向的指标，统计结果显示，有入党愿

望的学生和已经成为党员的学生占所有被调查者人数的 ７９ ４％。
若考察同一身份特征的再分配偏好分布，以及选择不同偏好群体的考试成绩平均分，会得到如下结果：

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样本中女生所占的比例为 ５４％，偏好高水平再分配的女生占该组样本的 ６７％。 这意味

着男生中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人数比例高于女生。 在选择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中，家庭收入水平高的

学生占 ２９％，而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这一比例为 ２０％。 在已经成为党员的和有入党倾向的学生中，偏
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比偏好高水平再分配的学生多 ９％。 在专业，学科倾向和户籍状况的偏

好分类统计中，分类统计的差异均小于 ３％。 考试成绩的平均值在偏好的分类统计下显示出了差异的一致

性，选择偏好高水平再分配学生的各项成绩平均分都高于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
（二）回归模型

本文模型考察学习成绩和个体特征对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响，模型的表达形式如下：
ＰＲ ｉ ＝ α０ ＋ α１Ｔｅｓｔｓｃｏｒｅｉ ＋ α２Ｉｎｃｏｍｅ ＋ Ｘ ｉβ ＋ εｉ

⑦

其中 ＰＲ ｉ 表示个体 ｉ 的再分配偏好，Ｔｅｓｔｓｃｏｒｅ 是被调查者的英语加数学成绩或体育课成绩，Ｉｎｃｏｍｅ 是被

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情况，Ｘ 是描述个体特征的其他变量，包括被研究个体的性别、户籍、专业、政治面貌和学

９８

邓　 鑫　 王　 薇　 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科倾向等情况。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的模型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根据本文第二部分中的假设，如果群体的信

念是收入分配的结果更多地由“运气”决定，则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家庭收入和

其他个体特征有可能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
（三）回归结果

１．全样本回归

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在表 ２ 中进行总结。 回归（１）显示，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有显著的影响，其显著性

水平为 ５％。 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系数是负的，根据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系数含义的解释，负号意味着学

习成绩更好的个体以更低的概率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 基于回归（１）的结果，考虑加入描述个体身份特征

的变量，通过回归（３）可以发现，加入身份特征使得学习成绩的系数不再显著，而且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的所

有身份特征的回归系数也都是不显著的。 回归（２）将数学和英语成绩替换为体育成绩，结果显示体育成绩

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影响也是负向的，与学习成绩的系数符号相同。 但是，体育成绩的系数大小是英语加数学

成绩的 ３．２５ 倍，也就是说，使用全体样本进行回归时，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有更高程度的影响。 回归（４）
的目的与回归（３）相同，即在控制个体身份特征后考察体育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入个体特征后没有改变

体育成绩系数的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且个体特征对于被解释变量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表 ２．全样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再分配偏好

（１） （２） （３） （４） （５）

解释变量

英语＋数学成绩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体育成绩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９）

收入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１）
０．３３０

（０．２４８）

户籍
－０．０９０
（０．２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７）

性别
－０．１７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６）

专业
０．０７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４

（０．１９６）

政治面貌
－０．１５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６９
（０．２２７）

学科倾向
－０．１５６
（０．２１９）

－０．１２２
（０．２２０）

样本数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备注：１．括号中的数字是其上方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差。 ２．∗∗∗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２．分性别回归

在对全体样本的回归中，当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单独出现在回归方程中时，其二者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方向是一致的，其具体的解释是具有更高分数的个体以更低的概率偏好低水平再分配；并且加入描述个体特

征的变量后，并没有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虽然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回归（５）中体育

成绩系数符号的变化，意味着学习成绩与体育成绩在考察本问题的作用上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区别。 笔者

认为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决定考试成绩的因素不同”这一事实，该问题将在本章的第四部分中做进一步的

讨论。 在对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中，被调查者的性别作为个体特征的描述，以二元变量的方式引入模型。 但

是，这种引入模型的方式，可能低估了性别对于其他变量的潜在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实质性的［９－１１］。
因此，作者尝试对男、女生样本进行了分别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这一调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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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性别回归的结果总结见表 ３。 通过回归（６）至回归（９），可以发现只有男生的体育成绩对于再分配偏

好具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男生样本而言，其体育成绩的系数继续为负值，但系数的绝对值比为全样本的 ２ 倍

左右。 在控制了男生样本的身份特征后，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力继续增强，且在统计上具有 １％的

显著性水平。 男生样本的家庭收入与户籍状况的系数在回归（７）中也是显著的，但是其二者的显著性水平

都只有 １０％。 需要注意的是，男生的家庭收入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影响力度很大（为体育成绩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 ８ 倍），这与假设 ２ 矛盾。 与此同时，体育成绩不再是决定女生再分配偏好的变量，而女

生家庭收入以 ５％的显著性水平成为唯一对再分配偏好具有较高显著性影响的变量。 回归（９）中女生家庭

收入的系数为 ０．７３２，根据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系数与真实概率换算的经验法则⑧，这一系数值意味着家庭收入高的女

生比家庭收入低的女生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概率大约高 ２９％。 这一结果说明，影响女生的再分配偏好的因

素与假设 ２ 相同。 回归（１０）至（１３）将体育成绩替换为英语和数学成绩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与使用体育成绩

计算时基本一致。 最为明显的是，女生样本中家庭收入的系数在使用不同成绩计算后所得到的结果完全一

致，这意味着女生的再分配偏好与考试成绩无关。
表 ３．按性别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

变量

再分配偏好

性别 （６）男生 （７）男生 （８）女生 （９）女生 （１０）男生 （１１）男生 （１２）女生 （１３）女生 （１４）男生 （１５）女生

解释变量

体育成绩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英语＋数学成绩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收入
－０．９７２

（０．５８８）∗
０．７２３

（０．３０４）∗∗
－０．８４９
（０．５３６）

０．７２４
（０．３１６）∗∗

－１．０３６
（０．６０２）∗

０．７５４
（０．３１２）∗∗

户籍
０．６５３

（０．３７０）∗
－０．２９２
（０．２９７）

０．２４１
（０．３４７）

－０．２９８
（０．３０１）

０．５６１
（０．３８３）

－０．２８５
（０．３０４）

专业
０．０６５

（０．３１１）
０．１０３

（０．２５８）
０．１２６

（０．３３７）
０．１０５

（０．２５７）
０．０４８

（０．３３１）
０．１０３

（０．２５８）

政治面貌
０．２４９

（０．３２５）
－０．２５１
（０．３２５）

０．０５６
（０．３４３）

－０．２９３
（０．３３１）

０．０９６
（０．３３５）

－０．２７５
（０．３２６）

学科倾向
－０．０４３
（０．３９６）

－０．２３６
（０．２７９）

０．０８４
（０．３８４）

－０．２４４
（０．２８２）

－０．０３９
（０．４０１）

－０．２３９
（０．２８１）

样本数 １０９ １０９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９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０９ ２１２

　 　 备注：１．括号中的数字是其上方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差。 ２．∗∗∗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四　 对结果的解释

（一）性别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本文所考察的特定群体中，性别对再分配偏好存在某种潜在性影响，但是性别的

影响方式并不是直接的，它通过表 ３ 的分组回归所体现。 对于女生来说，相对好的家庭条件会增加其偏好低

水平再分配的概率，这样的回归结果也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一致。 所谓的传统观念可以理解为某一个女生

的先天条件（比如家庭出身和外貌等）对其未来收入水平的影响比她的后天努力更为重要。 在本文中，一个

可以解释家庭收入高的女生更加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的原因，就是这一部分女生认为自己在未来会有更好

的财富状况和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高水平的再分配（高的税率）会降低她们的财富，因此她们会更加偏好低

水平的再分配。
相比于女生组，男生组的分析结果并不直接支持某种习惯性认识。 通过对全体样本以及仅有男生样本

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体育成绩更好的男生都以更高的概率偏好高水

平的再分配；第二，体育成绩和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前文中关于体育成绩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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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描述“努力”还是“运气”变量的问题，在实证中的反映是其作用倾向于前者。 男生组的回归结果还意味

着，男生群体形成再分配偏好的方式，既不满足假设 １，也不满足假设 ２，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在统计显著的意

义上存在。 然而，一个显著的、负的考试成绩系数，很难被通常的理由所解释。 因此，需要通过对更多样本的

研究才能对此进行深入的说明。
事实上，好的家庭条件会增加相应个体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会带给个体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是一

个被公众广泛认识并接受的现实［１２］。 不过，公众可能并不清楚或者没有更多直观的证据去认为性别对劳动

力市场中行为和结果会产生微妙的作用。 因此，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果由成绩反映出的个人努

力程度对未来的收入水平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努力学习。
（二）个体特征与考试成绩

关于性别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男生的成绩确实对再分配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成绩只是一个中

间的变量，而真正产生影响的因素是那些决定男生成绩的变量。 对此，作者考察了个体的身份特征对其考试

成绩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一直将成绩作为“努力”程度的代理变量，所以这里的思路是：哪个（些）体
特征在决定一个学生的努力程度。

回归分析继续按照性别进行分组，作者发现本文所考察的身份特征对女生的体育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回归（９）的解释能力，即对女生来说，家庭收入是其再分配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男生

的体育成绩与其户籍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城镇户籍学生的体育成绩比农村户籍的学生平均高 ２．７ 分。 体

育成绩与户籍状况的相关性，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因为户籍状况对于个体来说是绝对外生的身份特征，所以

有理由认为是某种成长环境的长期差异，比如营养状况、中小学的体育教育质量、可获得的运动场所或其他

因素等，导致了大学体育成绩的差异。 根据上述可能的因果关系，若将体育成绩视为影响男生再分配偏好的

中间变量，那么户籍情况就是决定男生再分配偏好的更深层次原因。 已有研究认为，非农户人员没有土地作

为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偏向更为完善的再分配体系［５］。 有研究发现，人们在风险规避的前提下，未来状况的

不确定性对于个人偏好的影响，比确定性的负向流动性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１３］６－７［１４］。 那么，在本文所考察

的群体中，非农户男生很难通过本科层次的教育以及四川师范大学的学历教育对未来的收入产生乐观的预

期，他们在相同层次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并不强。 也就是说，非农户男生不确定自己未来的经济地位会向

哪个方向改变（即不确定的流动性方向）。 而根据中国存在城乡差异的现实情况，至少有一部分农村户籍男

生会认为相比于从小的家庭条件，自己在未来一定是向上流动的。 高水平再分配所导致的高税率会损害其

向上流动的收益。 因此两类学生关于流动性预期的差别，导致了男生的户籍状况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异常”
影响⑧。

学习成绩的决定因素与体育成绩的决定因素有所不同，女生的家庭收入与学习成绩间有强烈的负相关

关系，其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 １％。 因此，家庭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女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 根

据回归（９）和（１３），可以认为家庭收入是决定女生再分配偏好的因素，也就是说本文所调查的群体中，女生

组的预期是“运气”在收入分配中起主要作用，学习成绩与女生的再分配偏好并没有显著的关系⑨。
五　 结论

相比于全国性样本，作者认为在考察再分配偏好问题时，对特定群体的研究更容易发现直接性的影响因

素。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是四川师范大学同年级、同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这个群体受教育的质量（至少在大学

时期）是相同的，劳动力市场对其学历的统计性歧视程度是相同的。 因此，无论学历对于劳动力市场只是发

送信号，还是对增加人力资本水平有实质性的作用［１５］，我们都可以在被调查个体对劳动力市场和未来收入

情况具有相似或相同预期的基础上，考察个体身份特体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在本文中，关于假设 １，即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对于再分配偏好没有显著性影响，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

明，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对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更好的个体以更低的

概率偏好低水平再分配。 在加入个体特征后，成绩更好的个体依然更加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但系数的显著

性水平有所下降。 关于假设 ２，在全样本回归中，并未发现家庭收入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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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性别回归的结果发现，性别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潜在性影响，这也是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的发现。 如

果这一发现可以被来自其他群体的数据证实，那将会促使我们重新评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此外，非农

户男生偏好更多的再分配，作者认为这是户籍状况不同的男生对未来流动性的预期不同所导致的。 需要说

明的是，为什么男生户籍状况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影响要通过体育成绩来体现，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于女生而言，相比于反映自己“努力”程度的考试成绩，她们更相信当前的家庭收入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具

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与普遍看法相一致的发现。 不过，当集体的信念为：“幸运”在更大程度上决定收入水

平时，Ａｌｅｓｉｎａ 和 Ａｎｇｅｌｅｔｏｓ［１］的模型意味着个体特征（特别是家庭收入）对努力程度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
是本文中女生的家庭收入与学习成绩间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女生有可能试图通过“努
力”来弥补其在“幸运”方便的不足。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了性别、家庭收入和户籍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直接影响，但三者的影响方式和影响

渠道有所不同。 另外，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结论的普遍性和稳健性都受到一定的限

制，但就再分配偏好问题而言，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样本进行研究会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在未来，通过对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考察，并试图在群体间寻找一致的结果，将会对政府制定最优的再分配政策和高

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等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释：
①潘春阳等总结了国内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详见：潘春阳等《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中

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流动性、公平性、民族多样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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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 ＲＯＤＲＩＫ 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４．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Ｐ．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２）． ＫＬＯＲ Ｅ Ｆ， ＳＨＡＹＯ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ｖｅｒ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３）．

③相关研究如：陈宗胜、李清彬《再分配倾向决定框架模型及经验验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马明德、陈福平

《什么决定了居民对再分配的需求》，《南方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潘春阳、何立新《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中国居民

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④如果使用全国性的样本，可能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全国性数据很难获得度量个体努力程度的指标；第二，在全国性样本中通

常使用二元变量来引入诸如个体所在地区等因素，正如本文中所发现的性别对于结果的潜在性影响，必须意识到地区因素

也有存在类似性别对于结果的某种影响；第三，对特定群体进行研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描述个体特征的因素，进而降

低各因素间产生交叉作用的可能。
⑤在问卷中，作者并没有说明“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更多社会福利”的具体内涵，但缺少这一解释对于本文来说并不会产生负

面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调查群体是经济管理学院的三年级本科生，对于社会保障的基本知识，通过相应课程的

学习后应该具有一定的了解；第二，即便被调查者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他们的选择也足以显示出对不同再分配水平的偏好

排序，对于本文来说这已是足够的信息。
⑥就作者了解的情况，目前国内尚无旅游与家庭收入间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但以时间序列数据对此问题所展开的研究发

现，旅游次数与人均收入是呈正相关的。 相关研究详见：黄秀娟《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河
北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刘文彬《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定量分析》，《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姚丽芬、龙如银、李庆辰《中国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⑦经验法则的具体内容可见：参考文献［１４］，第 ４６９ 页。
⑧如果不确定性的解释能够成立，那么来自农村男生的预期有可能过度乐观，而成长环境的差异、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制度因

素是产生过度乐观的原因。
⑨如果家庭背景确实对女生的各种选择和预期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进一步解释家庭收入与学习成绩的负相关关系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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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研究方向。 作者认为，根据当前中国高校的具体情况，更好的学习成绩可能是一种为获得更多的教育而做的积累，也
就是说，学习成绩更好的人倾向于参与保送研究生资格的竞争或是提供一个优秀的出国深造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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